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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早期“中國”觀念的形成
徐　 剛
　 　 【摘　 要】西周初年，“中國”的概念逐漸固定在洛陽，這是武
王、周公的戰略設計。在周民族進入中國歷史之前，洛陽一直是
個邊緣地帶，並不是政治與文化的中心。西周以前，華夏族的政
治經濟中心是九州中的冀州地區。把洛陽作爲天下之中，除了地
理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教、軍事、資源上的考慮。“中國”是
一個宗教性的概念，是一種精神的象徵。
【關鍵詞】中國　 九州　 冀州　 雒邑　 東夏　 《保訓》
一、最早的“中國”
在西周金文中，最早出現“中國”一詞的是成王時期的何尊銘文，一般
認爲指的是洛陽。王若曰：
　 　 隹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兹乂民。
但武王克商之時，洛邑只是一個設想，尚未存在。“廷告于天”之“廷”，不可
能在洛陽。因此，何尊所説的“中或”，最好的解釋，應該是《逸周書·度邑》
所載的伊洛地區。武王托付周公，要在這個地區建立可以“定天保”的新
大邑：
　 　 王曰：“嗚呼，旦！我圖夷兹殷，其惟依天，其有憲命，求兹無遠。
慮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我
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有岳，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
洛陽所在的伊水之汭至洛水之汭這片土地，武王稱之爲“有夏之居”；這個
地區，又是他“四望”的中心。三塗，前人指出就是陸渾，但從武王四望的描
寫來看，三塗應該在洛陽之南。《山海經·中山經》云：“又東十里，曰青要
之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三塗
可能就是墠渚，傳説中爲伯鯀所化，可能就是大禹所娶塗山氏之所在。北
望之有岳，應該是晉南之霍太山，時稱大岳。河宛，可能就是《中山經》所説
的“河曲”，曲、宛義同。“瞻于伊洛”，是最後鎖定的目標所在。這個範圍，
大致相當於夏人的活動範圍。從後來的西周版圖，甚至整個中國歷史時期
的版圖來看，洛陽這個地方，似乎一直是中國疆域的中心部分。就如《史
記·周本紀》所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而且，先秦時期“國”
往往是指首都或者大都邑，而不是“邦”。因此，把洛陽或者洛陽所在的伊
洛地區看作是“中國”這個詞的最早意義，可能是很多學者都不會有異議
的。不過，我們懷疑的是，在西周初年，在興建洛邑之前，“中國”這個概念
恐怕並不如此。在《尚書》中，洛陽被稱爲“中”或“土中”，《召誥》云：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
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
又《洛誥》云：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
“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但是“中國”一詞，不指洛邑。《梓材》曰：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
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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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中國民越厥疆土”，不可能指洛邑，而應該指殷商之民，與殷商的疆
域。顧頡剛、王樹民認爲這個“中國”是武王克商前的周人自稱，指周本國
及其人民①，這是没有根據的。他可能是覺得這裏是講“先王”，不應該説已
經受命。但《梓材》的“王”應該是成王，先王如果指武王，當然可以受“中
國民越厥疆土”，即便是文王，也可以這麽説，因爲傳統上有文王受命的説
法，《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越厥邦厥民。”《君奭》云：“無能往來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
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都
可以爲證。《康誥》與《梓材》這兩句話説的是一回事。
周人以“中國”稱商，也見於《詩經·大雅·蕩》：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
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武王克商之前，商不但是政治的中心，也是地理的中心。周人也稱商是大
邑商、天邑商。我們今天對商周時期基本格局的理解，受傅斯年《夷夏東西
説》的影響非常大，往往以東西二分的觀念來看。東西二分的觀點是很有
啟發的，但是武王克商之前的周人，對於殷商的理解，在地理上是東土，在
政治和文化上無疑是中心。東西的分法是相對的，當時還有東、西、中的三
分法。如果只論周與商，那麽周可以稱西土，商可以稱東土；但如果考慮到
沿海的東夷，那麽商無疑可以稱爲“中國”。
《蕩》言“殷商”“炰烋于中國”，這個“中國”，不應該局限於商的首都那
麽點地方。《詩·商頌·玄鳥》所説的“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我的理解是，“中國”就是商的千里“邦畿”。
把商人的核心區域稱爲“中國”，還可以由周人所謂的“西土”和“東
土”來證明。周人所謂的“東”也有兩個概念。一是指殷商。例如《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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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顧頡剛、王樹民：《“夏”和“中國”》，載於《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１年第 １版，
第 １卷，第 ６４５頁。
誥》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
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
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這個“東土”，跟“西土”相對，是指殷商故地。在這個意義上，即便是洛邑，
也是東方之地，所以《康誥》説：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這個“東國洛”，仍然是基於陝西渭河流域的立場來説的。
二是指殷商之東。《逸周書·作雒》云：
　 　 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
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經
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
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
這裏的“東”不是一般的方位詞，而是特指殷商故地以東的地區。西周初期
的大保卣有“殷東國五侯”之説：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或五侯，誕貺六品，蔑歷于保，易賓，用乍文父
癸宗寳尊彜，遘于四方會王大祀■于周，在二月既望。
陳夢家認爲“殷東國五侯”是蒲姑、商奄、豐白、東夷等五國①，唐蘭認爲應該
指原屬殷地的五個東方諸侯國，即衛（殷商故地）、宋（東）、齊（蒲姑）、魯
（奄）、豐（豐）五國。不管具體何指，東國五侯一定是殷商東土之五侯，蒲
姑、商奄當時都是東夷之地。又《魯頌·閟宫》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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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４年第 １版，第 ７頁。
之山川，土田附庸。”乃以魯爲東。因此，西周初年所謂“東”或“東國”，應
該是以殷商爲參照中心的東土。
《詩經·小雅·大東》：“小東大東，杼軸其空。”《魯頌·閟宫》：“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傅斯年《大東小東説》認爲小東大東有專名與泛名之别，
泛名對“西土”與“中國”而言，專名“小東”指殷商都邑的東部臨近地區，周
公居東之東，相當於秦漢之東郡；“大東”指泰山之南與東①。但“東”本指
殷商核心區域以東，小東大東只是形容遠近，未必有專指之地域。
西周初年以殷商爲中心的觀念，應該是沿襲商代的一般觀念。胡厚宣
《論殷代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指出：甲骨文中有五方觀念，而且
有東土、西土、北土、南土之稱：
　 　 己巳，王卜貞，［今］歲商受［年］。王占曰：吉。
東土受年。
南土受年。
西土受年。
北土受年。（《殷契萃編》９０７）
又有“中商”之稱：
　 　 戊寅卜，王貞：受中商年。十月。（《殷虚書契前編》八，一〇，三）
□巳卜，王貞：于中商乎御方。（《殷契佚存》３４８）
卜辭没有“中國”之詞，但胡厚宣認爲“中商”就是“中國”稱謂之起源。
他説：
　 　 至於商之一邑，而可以謂“中國”者，蓋古者中國之義，本指京師，
並不指中原而言也。此于周代以來，猶若是。《民勞》之詩，既言“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又言“惠此京師，以綏四方”，故《毛傳》言“中國，京
師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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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 １版，第 ７９—９０頁。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第 １版，第 ２７７—２８１頁。
胡氏認爲“中商”就是“中國”，這一點因爲材料有限，現在還不好説對錯；他
認爲商代雖無“中國”之詞，但有中國之觀念，這一點，從西周初年以殷商爲
中國，以及甲骨文有東南西北四土的觀念來看，是合情合理的。
周人既以殷商爲“中國”，又爲何稱洛邑爲“中國”？在當時的版圖内，
洛邑真的是“天下之中”嗎？
二、種族與王權
《康誥》説“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周初把洛陽也稱作東國，這
當然是因爲周人在西土，河曲以東，都是東國。在《尚書》中，周人屢屢以
“西土”自稱。例如《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群后以師皆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
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又《牧誓》云：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
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這個“西土”包括周及其西方屬國。又《大誥》：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甯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
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
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這個“西土”，是跟殷商相對而言的“周邦”。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初年，周人似乎也以夏自居，《康誥》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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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西土。
又《君奭》云：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
有若南宫括。”
《康誥》中的“區夏”、“一二邦”、“西土”到底是什麽關係，不是很好理解。
顧頡剛、王樹民説：“西土”應指當時周領導下的西方小國，“一二邦”是指與
周關係密切的幾個小國，“區夏”應指周本國；《君奭》“尚克修和我有夏”，
意思是文王能治理好周國①。這個説法很可能是對的。周人的確有文王
“肇國在西土”之説，《酒誥》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
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
不過，這都是周人克商以後，周公説的話；克商之前，是不是也自稱夏，目前
還没有證據。周人以殷爲敵，但殷不但是當時天下公認的“王”，而且在文
化上也遠勝於周。周人與殷商是世仇（《晉書·束皙傳》引《紀年》“文丁殺
季歷”），但它取代商，恐怕不能只以復仇爲藉口，需要更能體現其“正統
性”，或者説革命合法性的理由。周人爲自己政權的合法性辯護的核心理
由，就是“天命”觀念。但是周人以夏人自居，應該也是非常重要的理由，證
明周代替商不是一個外來民族的篡位，而是回到夏的種族上來，同屬於一
個種族内部的革命，所謂“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召誥》），僅僅是“元子”
的改變，而不是種族的改變。因此，周人代替商，也就成了夏人代替商。
《立政》篇説：
　 　 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
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代）商受命，奄甸萬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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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顧頡剛、王樹民：《“夏”與“中國”》，第 ６４４頁。
曾運乾《尚書正讀》認爲此處之“有夏”乃周舊地稱，且讀“式”爲“代”①，這
個意見非常好。這裏的“有夏”，的確理解爲周人自稱比較好。
從《度邑》篇來看，至少武王已經有利用夏人舊國的概念來取得代商的
正統性的想法，《周書》中周公顯然也是要用周人繼承夏人的觀念，來和殷
商進行合法性的争奪。不管怎樣，至晚西周初年，周人已經以夏人自居了。
周人如此强調自己是夏人，實際情況反倒是他們可能不是夏人。周人
的血統，很可能是戎人，姬姜有密不可分的親緣關係。《國語·周語上》説：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
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
看來，周人即使在血統上是夏人，在文化上恐怕也是戎狄的傳統，這一點，
從《詩經》敘述的古公亶父、太王及其與姜姓的婚姻聯盟，不難察覺。所以，
周人直接以夏的繼承人自居，可能就是要掩蓋自己戎的身份或文化上的落
後。這也是武王求“有夏之所居”的原因。
三、東西格局與“東夏”
周人克商之後，以夏人自稱，所建立的諸侯國，漸有諸夏之稱。至春秋
時期，古書中數見“東夏”一語，例如《左傳·昭公元年》晉祁午對趙文子説：
　 　 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
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
又《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對籍談講述襄王錫命晉文公之事云：
　 　 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
田，撫征東夏。
·０２２· 　 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輯）
① 曾運乾：《尚書正讀》，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５年第 ２版，第 ２５１頁。
杜預於“東夏”無注。《昭十五年》“撫征東夏”，孔疏云：“服者撫之，叛者征
之。晉於諸夏，國差近西，故令主東夏。”楊伯峻注：“晉服齊魯鄭宋諸國，皆
在晉東，故云東夏。”《昭元年》“寧東夏”，楊伯峻注：“東夏，華夏東方之國，
實指齊。”①裘錫圭已經指出這些舊注不可信，因爲《左傳》、《國語》提到的
“東夏”之國，除了沈、蔡這樣的國家之外，還有位居中原中心地區的鄭國。
即使站在晉國的立場説話，把鄭當成東方之國也很勉强；在蔡人和楚人的
對話中，更不可能出現這種説法，可見舊説之誤。裘先生認爲“東夏”是一
個並列結構，“夏”相當於“西”，陳公子少西字子夏，鄭公孫夏字子西，可證
在春秋時代人的心目中，夏是與西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作爲政治地理
上的名稱，夏可以與東相對。裘先生説：
　 　 在春秋時代，“東夏”或“夏東”當可用來泛指東西方各諸侯國。不
過楚在南方，既不好歸入夏，也不好歸入東，而且中原國家長期把它視
爲蠻夷；在一般情況下，大概是不包括在“東夏”所指範圍之内的。至
於“東”和“夏”之間，可能並不存在很明確的界限。周初把洛邑歸入東
國（《尚書·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周室東遷後，當
然不會再有這種觀念。估計秦、晉、周、鄭各國當屬於“夏”，齊魯以東
各國當屬於“東”。但是介於它們之間的那些國家，何者屬“夏”，何者
屬“東”，恐怕未必都會有明確的説法。②
裘先生的看法值得重視，他指出舊説的不合理，我們認爲完全正確，但是他
説“東夏”相當於“東西”，卻值得懷疑。
首先，按照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説，“夏”相對於後來的殷商、東夷民族而
言，它處在西方。裘先生未引傅説，也許他不一定同意傅説；他引人名證當
時人的觀念中，夏與西關係密切。這實際上還是深受傅斯年的影響。傅先
生把夷夏的對立和東西的對立對應起來，並從地理上區分爲東方平原地區
和西方高地地區兩大塊，這對於理解早期中國的地理和民族格局，無疑是
一個重大的突破。但是，傅先生的這個格局，並没有認真考慮當時的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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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０年版，第 １２０１、１３７２頁。
裘錫圭：《“東夏”解》，載於《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 １版，第 ４ 卷，
第 ４６８—４７４頁。
其是周人的觀察角度。夷夏東西對於夏商之間的關係可以做出很好的解
釋，但是周人進入中國歷史的視野之後，這個格局就大大改變了，東西的分
界線早已不再是太行山等爲界限的高地和平原之分，而是以嵩洛地區爲界
限的東西格局。傅先生的夷夏東西説影響太大，無論是把“東夏”理解爲晉
以東的華夏諸侯，還是“東”、“夏”並列的各地諸侯，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
傅先生這個模式的影響。但即便按照這個東西模式來思考，“東”、“西”可
以並稱，“夷”、“夏”可以並稱，但若把“東”和“夏”並稱，“西”和“夷”並稱，
卻是不倫不類，這種解釋非常可疑。
其次，舊説把“東夏”解釋爲晉以東之諸夏，的確不妥，但把“東夏”作爲
一個偏正結構來理解，卻是符合一般的語法結構的，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解
釋古書中出現的所有用例。我們認爲，“東夏”是相對於宗周故地而言的，
指的就是當時河曲以東的諸夏各國。清華簡《繋年》説晉文侯仇立平
王，云：
　 　 晉文侯乃逆坪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
晉人焉始啟于京師。鄭武公亦征東方之諸侯。
此“東方之諸侯”，就是後來所稱的“東夏”。
周人克商之後，宗周故地當然是“夏”地，這一點上文已經説明。周室
東遷之後，宗周故地雖然分封給了秦人，但實際已被戎人佔據。秦人經過
長期的戰争，逐漸控制了渭水流域。秦人雖然地處西陲，但周人不可能不
承認宗周故地爲華夏之地。但是事實上，無論是周王朝還是東方霸主齊
桓、晉文，都已經失去了對秦的控制能力，秦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個獨立的政
權，在文化上跟東方諸夏的距離也越來越遠，以至到戰國時候，中原各國皆
以夷狄視之，不同之於中國（《史記·秦本紀》）。因此，春秋時代，東方的華
夏諸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心理共同體，從民族上講，就是華夏；從地理上
講，就是“東夏”。
要説清這個問題，讓我們先從最晚的一個用例説起。《呂氏春秋·慎
大覽·察今》云：
　 　 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
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
·２２２· 　 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輯）
高誘注：“東夏，東方也。命，令也。”孫鏘鳴《呂氏春秋高注補正》：“東夏與
古今對文，猶言夷夏也。東方曰夷，故夷亦可言東。”①孫氏的説法很像傅斯
年的夷夏東西説。但這個説法跟裘先生的説法其實有共同的問題，即“夷夏”
並稱、“東西”並稱都是很合適的，而“東夏”並稱、“西夷”並稱，卻不倫不類。
這個例子已經到戰國末年。其實站在秦人的角度，這個“東夏”很好理
解，因爲諸夏都在秦的東邊。高誘直接解釋成東方，並没有錯。但裘先生
説：“按照這樣的理解，上引《呂氏春秋》的那段文字顯然講不通。”我想，裘
先生可能是覺得“古今”並列，“東夏”也應該並列，“東夏”如果是東方，何
以“言異而典殊”？其實“東夏”不見得非得是並列結構，東方各國内部並不
是一個均一的集體，而是“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灋，衣冠異制，言語
異聲，文字異形”（《説文敘》）的多元世界，站在秦人的立場，完全有理由嘲
笑他們“言異而典殊”。所以“東夏”不是一定要理解爲並列結構的，通常的
“東方諸夏”的意義就可以解釋了。
秦人佔據的是宗周故地，雖然文化上落後，但一直以夏人自居。雲夢
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説：“臣邦人不安其主長而欲去夏者，勿許。何謂
夏？欲去秦屬是謂夏。”（簡 １７６）臣屬於秦的少數民族的人，對其主長不滿
而想去夏的，不予准許。什麽叫去夏，想離開秦的屬境，稱爲去夏。又：“何
謂夏子？臣邦父、秦母謂也。”（簡 １７７ １７８）什麽叫夏子？父爲臣邦屬於秦
的少數民族，母親是秦人，其子稱爲夏子②。可見秦人一直自稱“夏”。
恐怕當時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秦人所居的宗周故地是夏地。《左傳·襄
公二十九年》載季札觀樂事，云：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
所以，站在秦人的立場，《呂氏春秋》的“東夏”其實是很好理解的。
裘先生認爲“東夏”的意義相當於“四國”，是根據《左傳》記述同一件
事時所用的大致可以對應的詞。上引《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對籍談説襄王
錫命晉文公之事云：“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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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第 １版，第 ９３７頁。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 １版，第 １３５頁。
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僖公二十八年》記載襄王在踐土之盟上册命文公
之事，云：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
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
與“撫征東夏”對應的是“以綏四國”，因此裘先生認爲“東夏”的含義應該
與“四國”相近。
這個推理完全正確，“東夏”的意義的確應該與“四國”相近，但是相近
不等於相同。踐土之盟記載的是王的正式的命辭，當然要規範、準確，字斟
句酌，霸主可以替王征伐安定四方之國。但是景王跟籍談的對話，卻是講
述故事，所以不必跟正式的命辭一樣。景王所講的，是實際的情形，而不是
命辭的官方的套話。晉文公作爲霸主，他的政令只能及於東夏，也就是東
方的華夏諸國，對於宗周故地的秦國，是完全没有用的。《左傳·襄公二十
七年》記載晉楚弭兵大會，云：
　 　 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
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
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
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所謂霸主的地位，可以想見。晉文公自己就是秦穆公屢相扶持纔安定晉國
的，晉令不可能行於秦。所以景王的話説的是現實的情況，“撫征東夏”，襄
王的策命用的是王朝的典禮用語，二者是有差别的。
裘先生以同樣的方法，認爲“東夏”相當於“華夏”。《國語·楚語
下》云：
　 　 或譖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寔讒敗楚，使不
規東夏①，則析公之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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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韋昭注：“規猶有也。東夏，蔡沈也。”
這個故事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也有記載，與東夏相應的，是“華夏”：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
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
這個例子跟前一個例子相似。諸侯争霸，争的還是“華夏”諸國，因此“楚失
華夏”這話没有錯。但當時的諸夏，實際上就是東方諸夏，秦人是不參加這
種争霸的。所以“不規東夏”也是正確的説法。“東夏”還是東方之諸夏，不
是裘先生所言的東西各諸侯國。
值得注意的是，《左傳·襄公二十二年》子産答晉人云：
　 　 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
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
所謂“靖東夏”，指的是襄公二十年的澶淵之盟，這是齊晉兩大國講和之後
舉行的一次盟會，參加的有晉、齊、魯、宋、衛、鄭、曹、莒等等很多國家。在
各主要國家中，只有秦國和楚國没有參與，這是標準的“東夏”。楚國没有
參加，是因爲楚國根本就不在諸夏之内，楚人自己也不認爲自己是華夏。
春秋初年的楚武王説：“我，蠻夷也。”《左傳·襄公十三年》楚恭王死後，楚
大夫議謚，子囊説：“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
仍以蠻夷自稱，而使諸夏前來歸屬，可見楚人不但被諸夏認爲是蠻夷，他自
己也不屑於稱諸夏。它既然不屬於諸夏，當然也不在“東夏”之列。如果認
爲“東夏”相當於“四國”，就還要解釋爲什麽楚國不在“東夏”之列。
最後一個例子是 １９７５年山東莒南出土的莒叔之仲子平編鐘，銘云：
　 　 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鑄其游鐘，玄鏐鋿■，乃爲之
音，□□雍雍，聞于夏東。
李家浩根據孫鏘鳴對《呂氏春秋》“東夏”的解釋，認爲這個“夏東”就是古
書中的“東夏”，相當於東方和諸夏①。裘先生認爲相當於東西各諸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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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意見相似。但是這個“夏東”的東，最合理的理解還是“夏之東”，即諸
夏以東，這很符合莒國公子的身份。如果説夏東是華夏和東夷，反倒顯得
這位小國的公子“此其志不在小”。“夏東”這個詞，可能跟《詩經》大東小
東的“東”的用法有關。但無論如何，它絶不等同於古書中的“東夏”①。
四、真正的中心
可見周人以夏的繼承者的身份自居，且以秦所居宗周舊地乃是夏地，
這種觀念從西周初年一直貫徹到戰國末年。而洛陽，無論從地理還是文化
上，都兼具雙重身份。從地理上講，它既是西周初年確立的“中國”，又是東
國和西國的分界點；從文化上講，它既是夏、商、周三代融合成的華夏民族
的東部的象徵，“東夏”的代表；又是宗周故地喪失之後，華夏民族的全部的
中心，“東夏”在實際上就成爲華夏的全部。
從《逸周書·度邑》的記載來看，武王選擇洛汭地區營建新都，有兩
方面的考慮，一是選擇“有夏之居”，以顯示自己承繼夏的傳統；二是要
“依天”，得到天的幫助，因此不能離開“天室”太遠。看來天室山，或者説
嵩山，應該是具有某種至高的宗教意義的所在，依天室，可以得到天的
幫助。
因此，作洛首先是承夏的標誌。
但是，夏、商兩代的核心區域，似乎並不在洛汭地區。洛汭地區在周民
族進入中國歷史之前，它只是冀州的邊緣部分，從未成爲“中心”，更不是
“中國”。
根據《度邑》武王的説法，北至太岳，南至三塗，西至河曲，東到洛汭，這
個區域，應該是夏的區域。不過，洛汭未必是東界。《史記·吳起列傳》吳
起對魏武侯云：
　 　 夏桀之國，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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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似乎“東夏”也可以理解爲大東小東的“東”和在西的“夏”的並列，但是以這樣的“東”和“夏”來
代指整個華夏地區，似乎不太可能。
伊闕，即洛陽的龍門山，因爲兩山對峙而得名；羊腸在山西晉城南之羊腸
坂；東邊以河水濟水爲界，西邊到華山。這個區域，跟武王的描述大致相
當，但有一點不同，就是其東界以河濟爲限，也就是東河與濟水。洛陽大體
處在華山與河濟之中間。
而吳起所説的夏桀的國度，大致是傳統的九州之冀州的界限。《禹
貢》云：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
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所描述的地區，横貫晉南盆地，出太行山下，沿黄河往北，直至黄河夾右碣
石入於渤海。《禹貢》冀州的東界，是東河；其西界，是西河；其南界，由“荆
河維豫州”可知正是黄河，即南河部分。所以冀州實際上是以三河爲界，夾
在黄河之中，其北界不設限，按照胡渭的看法，大體以陰山爲界①。上博簡
《容城氏》的夾州，應該就是《禹貢》的冀州：
　 　 禹親執枌, ，以波明者之澤，決九河之■（滐？渫？），於是虖夾州、
涻州司可凥。
名“夾州”，是因爲爲黄河三邊所夾②。《呂氏春秋·有始》：“兩河之間爲冀
州，晉也。”這個區域在春秋戰國時期，大致是晉的疆域。《容成氏》與夾州
並列的涻州，非《禹貢》之兖州莫屬，但名稱不同。疑此州名當爲徐州，與
《禹貢》之徐州名同而實異。蓋古兖州乃蒲姑、商奄的中心地區，後來的齊
魯前身，乃太昊、少昊族之故虚所在。徐國嬴姓，本少昊之族，疑其國本在
兖州。周初戰争，蒲姑、商奄皆被滅，徐國當亦不能免，傅斯年《夷夏東西
説》云，徐“本土應在魯，後爲周公、魯公逐之，保淮水。”③故《費誓》有“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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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渭：《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第 １版，第 １９頁。
晏昌貴已有此説，見氏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容成氏〉九州柬釋》，載於《武
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４年第 ４期，第 ５０３—５０６頁。
傅斯年：《民族與中國古代史》，第 ４９頁。
兹淮夷、徐戎並興”之語。疑當時即遷移往南，至周穆王時尚能反抗，乃
東夷淮夷之一大領袖，而《容成氏》尚保存九州之古名。《禹貢》之徐州，
則相當於《容成氏》之莒州，在青州之南。《禹貢》青州則相當於《容成
氏》之競州。其餘各州對應很整齊，没有什麽疑問。容成氏冀州（夾州）
與兖州（徐州）並舉，因爲治水主要是黄河泛濫的問題，黄河治理完畢，則
兩岸之土地皆無恙，河濟之間之兖州自然也就安定可居，因此一河定而兩
州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區域，除了黄河之外，還有兩個突出的地形特
徵，就是東河是沿著太行山的形勢走的，南河是沿著中條山的形勢走的。
中條山和太行山，圍住了晉南的汾水流域，太行山與黄河之間，形成一條狹
長的走廊，南河、東河與太行山之間，圍着一塊富饒的平原，古有“三河”之
稱。這裏是殷商的邦畿中心所在，也是商代文明的核心區域。商的首都殷
墟（安陽）、朝歌（淇水）就在這個地方。
商的起源至今是個謎，傅斯年的東北説仍然很有争議。傳説中王亥與
有易的關係，似乎表明商人在河北北部。但《尚書》説商人“肇牽車牛，遠服
賈”，則王亥很有可能只是在易水流域做生意，其本國可能很遠。商人前期
的都邑，大體在濟水流域，逐漸往上到濟水和黄河之間的地區定居，商後期
的核心區域肯定在冀州之地，三河之内。
這個狹長的地區，我們很容易以黄河爲中心，把它看作是黄河兩岸的
平原的一部分，而把它跟晉南盆地分割開來，因爲太行山似乎是一個天然
的屏障。但是這多半是個錯覺。因爲黄河跟一般的産生重要文明的大河
不同，它的下游“居無定所”，黄河泛濫是常見的現象。在黄河中下游，尤其
是下游平原，史前時期恐怕是很難積累起大規模的以城址爲中心的文明
的。顧頡剛寫過一篇《説丘》，統計了《春秋左傳》中以“丘”命名之地，以宋
爲多，１１處，齊 １０，魯 ７，衛 ６，晉 ４，曹 ３，邾 ３，楚 ２，莒 １，陳 １。可見“丘”這
個名字和水患有關。“山洪暴發之日”，只有住在高丘上的人纔是安全的①。
黄河與濟水都是大河，兩側的平原多水患，淮河流域水患也不小。西周初
年，北燕與中原各國的交流幾乎不見於記載，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黄河
水患，道路經常受阻。
這就提醒我們，這個狹長的地區（包括緊挨著黄河的東岸沿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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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 ５卷，第 １４８—１５６頁。
市），在歷史上，實際上是跟晉南盆地連爲一體的。從晉南盆地進入平
原，需要穿過太行。穿越太行其實並不是很難，它有很多山口，有很多河
流從晉南盆地流入平原，所以交通其實非常便利。從考古發現來看，晉南
盆地在中國文明誕生之初，就具有非常高度的文明，其後可能有短暫的衰
落期，但總體上一直都是文明的重鎮。考古證據表明：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前
後，晉中風格的陶鬲，跟隨沿着太行河谷走廊向東遷徙的高地居民出現
於這個狹窄的平原區域；從太行西麓的太原盆地到東麓的河内平原，可
以從杏花村、白燕等遺址看到高地龍山制陶傳統的發展，以及與下七垣
文化陶器傳統的連續性①。下七垣在河北磁縣，位於安陽的北邊，正在這
個區域。
晉南盆地在夏代前夕，已經達到非常高的文明，著名的陶寺遺址，其規
模遠遠超過同期的嵩洛地區。陶寺遺址有完整的城牆，城址面積有 ２８０ 萬
平米。出土的器物中已經有精美的禮器，在已發掘的 １ ３００ 多座墓葬中，
９０％是僅能容身、空無一物的小墓，９％左右隨葬幾件乃至一二十件器物，不
足 １％的大墓各有隨葬品一二百件，包括各類重器。這可能是陶寺社會“金
字塔”式等級結構的反映。對比隔河相望的河南，這時雖然城址林立，但與
陶寺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最大的登封王城崗城址，只有 ３０ 多萬平米，禹
州瓦店遺址有兩處圍以環壕的區域，各爲 ４０ 多萬和 ５０ 多萬平米。其他遺
址的面積則大多僅有 １０ 餘萬甚至數萬平米。與中原相映生輝的山東，此
時最大的城址面積也只有 ３０多萬平米②。
陶寺遺址的規模之大還不是最了不起的，最神奇的是，已經可以於此
看到一種集多元於一體的趨勢。從日用陶器爲主的民俗層面看，它顯然傳
承自當地黄土高原的土著文化，同時還受到北方地區文化的若干影響。陶
寺的禮器群或説高層次依存，特别是彩繪陶器、漆器和上面的花紋，以及大
部分玉石禮器，並不是仰韶文化或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固有傳統，卻能在中
原的東方、東南方、南方和西方找到源頭③。
傳世文獻上講，堯活動的中心地區就是晉南盆地，堯的首都平陽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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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第 １版，第 ２７２頁。又李旻：《重返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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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區，晉南盆地是唐堯故地所在，西周初年成王封叔虞於晉，就稱唐
叔。夏因唐。《左傳·昭公元年》説高辛氏之二子實沈和閼伯不相能，日尋
干戈，帝乃“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此大夏有晉西南
的晉陽（今蒲州）和晉南翼城兩説。《世本》説，禹都安邑，或都晉陽。安邑
在今晉南夏縣。所以晉南盆地就是夏人的核心區域。陶寺遺址代表的文
化，可能從堯舜時代一直延續到夏代末年。而太行與黄河之間的狹長走
廊，也是夏的中心區域。《左傳·僖公三十一年》云：“衛遷于帝丘……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
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帝丘即濮陽，在黄河
下游東岸，緊挨著狹長走廊。夏末桀的首都可能在晉南的安邑，但是這個
狹長的走廊依然是夏的重要地區。《詩·商頌·長發》云：“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韋在今河南滑縣，顧在山東范縣東南，昆吾在濮陽東，也都在這個狹
長走廊或者緊挨著這條走廊的東岸。因爲佔據了這個地帶，就等於翦除了
晉南盆地的外圍屏障，下一步就是直接進攻安邑了。周滅商，也是這個思
路，但方向正好相反，因爲周人在西：先佔領晉南盆地，再進入平原走廊。
所以西伯戡黎是一個里程碑性質的進展，出黎，就可以直接出太行，進攻安
陽，安陽、朝歌再也無險可守。這樣我們纔會明白祖伊聽到西伯戡黎的消
息之後，何以會那麽恐懼，那跟亡國已經没什麽兩樣了，紂只能哀嘆“我
生不有命在天”了。而清華簡《耆夜》則可以看出周人的興奮。無論是直
接從黎出兵，還是從南邊渡過黄河，沿著狹長走廊向北進兵，都可以直搗
商都。
從吳起對夏桀的統治區域的描述來看，夏的核心區域與商並無不同，
都是冀州，即晉南盆地往東出太行，進入下游平原，以黄河爲界；西邊也以
黄河爲界，南部也是黄河，即三河之區域内。三河自古是中心。
嵩洛地區，在冀州之外，屬於豫州。在夏代，從考古的遺址看，這個地
區雖然聚落林立，但是乏大可陳。商代離洛陽最近的重要都市，可能是偃
師商城，但偃師商城的規模也並不大。從文明的發展程度來看，這個地區，
在夏代似乎並不突出。
但是《竹書紀年》説禹都陽城，一般認爲在今登封附近。很多學者認爲
王城崗遺址就是禹都，其實這也很可疑，陽城也有可能在晉南。《國語·周
語上》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
崇高所近。”崇高就是嵩高。禹父鯀有一個封號叫崇伯，似乎禹父所封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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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山一帶。但是晉南長治縣也有崇山。
關於夏代的中心區域，一直有很大的争議。從文獻的記載上看，大多
數材料是指向晉南盆地的①。但是隨著 ２０ 世紀後期夏商考古工作的進展，
以鄒衡爲代表的考古學家認定二里頭文化乃夏文化，因此很多學者都相信
禹所都之陽城乃在嵩山東側的登封一帶。此説至今仍在争論中②。不過，
將考古文化跟歷史記載的族團對應起來，本身就存在很多問題，何況二里
頭一帶的遺址規模都不大，是否都城，問題就更多。登封一帶的確是淮夷
與中原和西部溝通的一條重要通道，但在夏代，它一直處於華夏族的邊緣
地帶，不大可能是中心區域。周人克商之後，纔開始經略此地，成爲與楚國
等南方民族的交界地帶。
文獻與考古上的這種複雜情況，也可能跟當時這個地區跟晉南盆地的
交流或氏族的遷徙有關。豫州的嵩山可能是因爲崇伯鯀被貶之後所至，夏
的本來的聚居地可能在晉南。也有一種可能是嵩山一帶是崇伯鯀的封國
所在，而作爲堯舜輔佐大臣的鯀禹，在晉南是另有封邑的。當時的嵩洛地
區的遺址規模不能跟晉南相比。
而洛陽，在夏商文明中，始終不是一個突出的地點，這大概也是爲什麽
這個地區一直没有大型都邑，直到被武王和周公選中並興建洛邑。
五、建“中”
作雒是承夏，這是精神上或宗教上的心理戰。但是，如果没有現實的
戰略考量，僅僅是宗教或精神的原因，還不足以解釋爲什麽周人要將長期
以來形成的冀州中心的格局打破，將天下的中心轉移到洛陽這個點上。
洛邑成爲“中國”，是武王、周公的謀略，有政治、軍事、資源等各方面的
原因。
商周文明是以青銅器爲標誌的。商代的青銅藝術水平非常高；周人在
克商之前，没有什麽青銅器，而克商之後，很快就有大型青銅器出現。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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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是接管了商人的工匠和技術。但更重要的，可能是接管了青銅礦産的
來源。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西周時代，青銅器基本都出自西周王朝
的貴族，諸侯國的青銅器基本上没有發現。但進入春秋以後，周王朝貴族
的青銅器很少，諸侯國的青銅器佔了主流。這些現象説明，鑄造青銅器的
權力和礦産資源，基本上是被西周王朝壟斷的。鼎被看作王權的象徵，可
能就是這個原因。
關於早期國家控制自然資源的活動，劉莉、陳星燦已經作過研究：重要
戰略物資似乎是國家專控的，國家能够通過把人口遷移到生産這些物資的
地區，在主要的交通要衝設立據點，控制生産者而壟斷這些物資的生産和
流通①。晉南盆地是有青銅資源的，其開發利用也非常早。但是在商代，青
銅礦産資源的中心已經轉移到長江流域了。著名的如江西銅嶺、湖北銅緑
山，在商代就已經被開發。湖北黄陂盤龍城遺址，就是商人在長江流域建
立的一個青銅礦業中心。早在二里頭時期，這個遺址就成爲一個青銅鑄造
中心，在遺址南部 ２萬平米的範圍内發現集中分佈的陶坩堝片。這種狀況
一直持續到二里崗下層時期，到二里崗上層時期，遺址規模增至 １００ 萬平
米，還在遺址中心建築起一座 ７．５ 萬平米的城（２９０×２６０），城内建起了宫
殿，墓葬區、居民區和作坊區則散佈在周圍。青銅器是在遺址南部的作坊
裏生産的，七座貴族墓葬中出土了 １０５ 件二里崗時期的青銅器②。盤龍城
處在水陸交通的要衝，且易於接近附近地區的銅礦。隨著長江地區逐漸被
商王朝所控制，王室大概日益依賴於該地區的銅礦資源。商代晚期和西周
早期的青銅器曾經在長江中游臨近銅礦的地方發現，上面還有王室成員的
名字，這或許意味着商王派出王室成員來到長江流域以加强對銅礦的控
制。商王朝開發南方銅礦資源的原因，可能跟南方銅的高産出率有關。銅
嶺和銅緑山的銅礦，礦牀淺，甚至是露天礦，便於開採。相反，晉南的銅礦
深埋地下，很不便於開採。而且南方銅的質量和生産技術可能都是比較高
的。晉南銅礦附近商代城垣的廢棄，很可能跟商王朝逐步控制了南方銅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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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劉莉、陳星燦：《城：夏商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問題》，載於《東南文化》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第
４５—６０頁。
湖北省博物館等：《盤龍城商代二里崗期的青銅器》，載於《文物》１９７６ 年第 ２ 期。方酉生：《試
論盤龍城商文化》，載於湖北省考古學會編《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１）》，武漢：武漢大學出
版社 １９８７年第 １版。
的生産有關①。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日常生活的鹽。商周時期大陸上産鹽的
地區，目前所知，似乎只有晉南的鹽池。僅此一點，就可以理解晉南盆地對
於西方民族周和内陸國家夏來説，有多麽的重要。商的疆域廣大，《商頌·
長發》説“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湯以後，商人即使不能直接控制，它的附
屬國或者影響力可以達到環渤海地帶，是毫無疑問的。
武王克商之後，表面上取得了勝利，殺了商王紂，報了血仇，但是無論
從政治還是經濟利益的角度看，我們發現周人不但没有取得任何實際上的
經濟利益，反而把自己置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
武王一舉克商，當時戰争的規模還是很大的。按照《逸周書·世俘》的
描述，克商之外，周人派出了很多軍隊，去消滅周圍的殘餘勢力：“武王遂征
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
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大，但是實際的戰果卻值得懷疑。當時的國家都不
大，一個國大概相當於一個城市而已。而當時黄河下游、河濟之間的齊魯
及其以東地區，即通常所説的東夷，都不在周人的控制範圍之内，這些地區
跟商的勢力關係親密，連同南邊的淮夷，恐怕都是周人的敵人。也就是説，
武王克商之後控制的地區，大概只有傳統上殷商的王畿地區，也就是冀州
和黄河以南、濟水流域開封以西的地區。其他東部和北部地區根本就不在
控制範圍之内，更不用説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
也就是説，武王克商之後，它能够實際控制的地區，是渭水流域和冀州
及嵩洛地區，可能也包括濟水流域殷商故地。殷商的經濟來源，海鹽和長
江流域的青銅資源，根本就不在它的掌握之中。武庚作亂，不但得到商奄、
蒲姑的支持，東方諸侯恐怕都是武庚的同盟，所以又靖東國，封北燕，魯公
伯禽又有跟淮夷的戰争等等。
而在政治上，周人以天命自任，以吊民伐罪的理由反商。雖然咸劉了
商王紂，滅了商，佔據了當時的中心地區，但是東方和南方的諸侯並不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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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劉詩中、盧本珊：《銅嶺古銅礦性質探討》，載於《華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 ３期。后德俊：《商王朝勢
力的南下與江南古銅礦》，載於《南方文物》１９９６年第 １期。劉詩中、盧本珊：《江西銅嶺銅礦遺
址的發掘與研究》，載於《考古學報》１９９８年第 ４ 期。李延祥：《中條山古銅礦遺址的初步考察
研究》，載於《文物季刊》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劉莉、陳星燦：《城：夏商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問
題》，載於《東南文化》２０００年第 ３期，第 ４５—６０頁。
認同周的政權。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商的王畿地區，也仍然有大量的殷“頑
民”不服從周。這恐怕是武王周公都心知肚明的。《度邑》篇中武王對形勢
的估計説得非常明白：
　 　 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我未定天保，何寢能欲……
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共惡，俾從殷王紂，四方赤〔亦〕
宜未定我於西土。我維顯服，及德之方明。”
如果商周戰争僅止於此，那麽武王克商似乎僅僅完成了一個復仇計
劃，爲天下除殘去暴，伸張了正義。對於周人自己，恐怕没有什麽實際意
義。按照我們對中國歷史的一般的理解，以及武王、周公這樣的戰略家的
本性，恐怕不會那麽簡單。
按照通常的“興滅國、繼絶世”的做法，他們應該找一個殷商王室的後
裔，把他分封在别的地方，以示仁義。但是事實上，他們立了紂的兒子武
庚，而且就在殷商故地，這證明當時周人以小邦周克大邑商，周的人力物力
恐怕都不足以根除商的反對勢力，周人需要時間。
武王是有深謀遠慮的。以周的力量，看來不能一次就平定天下。他把
武庚封在原地，但是他把管叔和蔡叔，或許還有霍叔，安置在武庚周圍，史
稱“三監”。表面看起來，這是防止武庚造反的措施，但如果武庚真的不造
反，商仍然是東方諸侯的領袖，淮河、長江流域的資源仍然控制在商的勢力
範圍之内，那麽周人的勝利成果其實微不足道。所以“三監”與其説是爲了
防止武庚造反，不如説是逼迫武庚造反的。周人需要藉此機會名正言順地
剷除商的頑固勢力和各方同盟。
武庚的叛亂肯定是在武王、周公的預料之中的。從《度邑》篇來看，武
王顯然感到自己力不從心，周公也非常擔憂這一點。武王在歷史的關鍵時
刻，做了兩個非常重要的決定。一是“建庶建”，傳位給周公：
　 　 王□□傳于後。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乃今我兄
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
可見武王非常清楚地意識到即將到來的風暴，年幼的成王是無法應付的，
他直接傳位給周公。可以説情勢的發展完全如武王、周公所料。但是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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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不如天算，他們精心安排的親兄弟“三監”，竟然跟武庚一起作亂，這給
重新穩定局面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難。
另一個重要的決定，是在洛汭興建新的政治中心。這一點恐怕早已決
定了，只是在《度邑》篇中，他將此策略託付給周公而已。
洛汭地區並非商人的核心區域，不用擔心有叛亂的問題。如果要將殷
的頑民遷離殷商腹地，這也是一個很理想的地方，商人也没有可以依托的
民衆基礎。而且此地“居陽〔易〕無固”，殷民即便造反，也無險可守，完全是
强勢的一方做出的自信的決定。這個地區又是周人進入中原地區的必經
之路，進可以克商，退可以屯兵，進出自如。西周時期的禹鼎有“西六師”、
“殷八師”的名稱，小克鼎有“成周八師”，可見洛陽作爲軍事據點的價值。
這是對殷商腹地的直接威懾。
商人對長江流域的資源控制，可以通過魯宋之間的平原地帶，進入淮
河流域；也可以從鄭州沿著汝潁到淮河下游；也可以從鄭州往南經許昌、駐
馬店、信陽，進入長江流域。因此，周人雖然克商，但如果武庚政權仍然存
在，整個資源的路徑格局並没有改變，周人很難代替商人接管長江流域和
淮河流域的資源。
洛汭在嵩山的北側。轉彎可以直接進入到嵩山的東側，這是淮河支流
汝水、潁水流域的上游，傳説中夏代的陽城所在，也是商代初年偃師、鄭州
這些都邑所在。考古遺址有王城崗、新砦、平糧台等遺址，源遠流長。沿著
汝水、潁水這些河流，可以很容易進入淮河流域。西周中期彔卣銘文説：
“淮夷敢伐内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師。”可見洛陽在對付淮夷方面的
戰略地位。
這個地區的南邊就是南陽盆地。只要越過伏牛山，或者繞過平頂山，
就可以進入南陽盆地。到達南陽盆地，就可以直接南下進入漢水和長江流
域，而盤龍城就在漢江口，即今天的武漢。因此，這個地區可以作爲豐鎬地
區的西周王朝控制長江、淮河流域的一個重要軍事或資源中轉的據點。這
是對青銅資源的一個大戰略。西周晚期的禹鼎銘文説：“亦唯噩侯馭方率
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至於歷内。王乃命西六師、殷八師曰：‘翦伐
噩侯馭方，勿遺壽幼！’”噩在今南陽附近，可見南陽盆地是當時南國和東國
的南淮夷、東夷的一個重要據點，它的戰略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武王謀劃、周公營建的洛邑，是西周初年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是要轉
移夏商以來以冀州爲中心的政治格局，將政治重心西移，確立周人自己的
·５３２·試論早期“中國”觀念的形成　
政治中心。而洛陽在地理上又恰好是“四方入貢道里均”的天下之中，又具
有某種宗教的象徵意義。因此，把洛陽稱作“中國”，就成爲周人的政治
宣傳。
六、天 下 之 “中”
何尊把洛汭地區稱作“中國”，這當然跟“中”的觀念有關。嵩山有太室
山，少室山，《度邑》篇武王所稱“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又曰度
邑“無遠天室”，這個“天室”應該就是嵩山，而“天室”之稱，幾乎可以肯定
具有天命的宗教意義。
清華簡《保訓》篇有文王訓誡武王以自古相傳的“中”道，其言曰：
　 　 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鬲茅，恐救（求）中。自詣氒志，不諱于庶萬
眚之多欲。氒又施于上下遠埶（邇），乃易立（位）埶（設）詣（稽），測侌
陽之勿（物），咸川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弁名，身兹備隹允，翼翼
不解，甬乍三降之惪。帝堯嘉之，甬受氒緒。於虖！祇之才！昔微假
中于河，以復又易。又易伓氒辠。微亡害，廼追中于河。微寺弗忘，傳
貽子孫。至于成康，祇備不解，甬受大命。於虖！發，敬才！朕聞兹不
舊，命未有所延。今女祇備母解，亓又所逌（由）矣，不及爾身受大命。
這個“中”的内涵，已經有很多學者討論，我也發表過一點看法①，這裏不想
重複。我們從簡文對舜所得之“中”的描述來分析，這個“中”至少有兩個
特點：
第一，“中”跟舜自己反省自己的“志”有關，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也就
是説，舜的“中”是與天下萬民同欲。
第二，“中”可施於上下遠邇，可以測陰陽之物，看來可以使整個世界都
和諧。
這第二點，由於“易立埶詣”的意思不太明白，所以不是很確定。“易
立”的“立”可能應該讀爲“位”，跟位置有關；從“施于上下遠邇”以及“測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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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徐剛：《論清華簡保訓之“中”》，載於《國學研究》第 ３３期。
陽之物”來看，第二個特點似乎跟方位有關。
這兩個特點，都可以在傳世文獻中得到驗證。《左傳·成公十三
年》説：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
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
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
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這是認爲民之命，取決於天地之中，從而産生動作、禮儀、威儀之法則。如
果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就可以“定命”，可以養神，可以守業。如此推論起
來，“定命”也就是“得中”。
第二點，《周禮·地官·大司徒》有測地中之説：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
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地中，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跟
《保訓》的説法相比，非常相似，但神話的色彩淡薄多了，是一種比較樸素的
理論。這應該是建都洛陽的較晚出的理論説明。較早的説明，是《尚書·
召誥》中周公的説法：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
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
周公是以配天毖祀，成命治民來解釋“中國”的。
艾蘭《怎樣成爲君王》這樣概括《保訓》的主旨：“因爲文王已經接受了
天命，所以他對兒子的訓示只能是怎樣實現天命。爲了做到這點，他必須
取得中心地區。取得中心區域是獲取王權的辦法———因爲這樣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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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擁護，也可以作爲一種戰略力量。”①我非常同意這種解釋，這也與我
把“中”理解爲記載天命的天人溝通的中介物的理解一致。
非常湊巧的是，《度邑》篇武王對洛汭地區的戰略思考，正好是接續《保
訓》所講述的内容；或者説，《保訓》解釋了武王把洛汭當作“中國”這一思
想，其實是遵循了文王所告誡的“求中”的訓誡。《保訓》的發現，提醒我們，
洛陽地區成爲天下之中的觀念，是周的統治者“求中”的結果。僅此一點，
就足以證明《保訓》這一篇的價值了。
這樣，在西周初年，由於政治、軍事、資源、地理各方面的原因，使得武
王和周公把洛汭確定爲“中國”。這個中國，是一個帶有濃厚的宗教或者説
意識形態的概念。根據《保訓》這樣的文獻，可以知道它應該是借鑒了自堯
舜以來的“中”的思想。這種思想，把本來是方位觀念的“中”，跟民性聯繫
起來，從而跟天地萬物聯繫起來，相信天地萬物之間存在着以“中”爲原則
的和諧精神。儘管《保訓》帶有傳奇的色彩，所言未必是史實，但是古書所
言“中道”（包括“中庸”），都始於堯舜（見《論語》、《中庸》等，《堯典》的中
星可能也與此有關）。如果這種觀念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武王、周公發明
的，那麽，就很難以此懾服人心，也就失去了宗教意義。因此，幾乎可以肯
定，這種思想在西周以前就早已存在。在西周初年，武王、周公以“中國”的
概念確立了“中”的這種思想，使得“中國”這個概念成爲政治學中的一個核
心思想，它可以不斷地把周圍的民族和版圖吸納到這個概念體系中來。這
個概念也爲各個歷史時期的統治者所利用，對於“天下”的朝貢體系的形成
和確立有着重要意義。更重要的，是這個概念從此深入人心，成爲“中國”
這個國家的人民根深蒂固的一種信仰：信仰自己是得“天地之中”的人民。
這跟《聖經》中的希伯來民族宣稱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可能具有同樣的宗教
意義。
附記：本文的研究，得到嶺南大學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ａｎｔ項目的資助，
項目編號：ＤＡ１０１８４５。謹致謝忱。
（作者單位：嶺南大學中文系）
·８３２· 　 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嶺南學報　 復刊第十輯）
① 艾蘭著，王進鋒譯：《怎樣成爲君王》，載於《光明日報》，２０１０年 ７月 １２日。
